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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韦伯所谓“现世的祛魅”所引发的共同时代问题，使此前由胡塞

尔创建的现象学对欧洲诸经验科学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现象学社会学

虽然蕴含着多种可能进路，但长期以来只被当成舒茨作品的“代名词”。这种

误识不仅遮蔽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实情，而且阻滞了对其他现象学社会学进路

的探索。本文将现象学社会学置于现象学运动的情境之中，试图阐明其发生

之初蕴含的多种可能之样式，重点考察作为现象学社会学“正统”范例的胡塞

尔 舒茨式进路由欧洲发生到北美发展乃至式微的生命历程。本文虽然偏重

对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的梳理，但也试图揭示拓展现象学社会学之可能，希望

这种奠基性工作能激发对其他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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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象学社会学是当代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分支，举凡介绍当代社会学

理论的教材几乎都会专章论述这一思潮。但是，现象学社会学的重要性

很大程度上也就停留在教科书上的这类草草提及而已。虽然，以往不乏

对现象学社会学做出理论诠释与视角应用的研究，但是它们几乎都逃不

出对舒茨社会学中关于生活世界、主体间性、意义构造和自然态度等的

诠释，绕不开对舒茨社会学方法论意义和具体方法的应用（孙飞宇，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杨善华，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２０１０；李猛，１９９５；孙明哲，２０１４；刘剑

涛，２０１４）。这些研究显然促进了对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解，但却似乎未能

拓展理解现象学社会学的深度与广度。因为，舒茨社会学几乎就是各种

教科书乃至实质研究，在现象学社会学名目下介绍的主要的甚至全部的

内容。国内既有研究以舒茨社会学为中心展开叙述，甚至只参照舒茨少

数被译出的文献作出阐发，这种“压缩饼干式”的惯常做法，导致了现象

学社会学长期以来只被当成“舒茨作品的代名词”（孙飞宇，２０１２：２１９）。

然而，现象学社会学显然不限于舒茨作品呈现的范围，至少弗格森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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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种“迥异于舒茨作品式的现象学社会学的新尝试”（孙飞宇，２０１２：

２２０）。当然，弗格森的尝试也只是现象学社会学的诸样式之一，因为现

象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孕育了众多可能的样式。

１．在回忆胡塞尔哲学的影响时，舒茨提到他早年最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哲

学基础之问题。那时，舒茨痴迷于韦伯的著作，特别是韦伯关于方法论的著述，但舒茨很快认

识到，虽然韦伯为他的具体研究锻造了所需的工具，但其核心问题即理解社会行动对行动者

具有的主观意义却需要更深的哲学基础。当时的思想，不论科恩、纳托普的著作，还是卡西尔

的著作，甚至伯格森的哲学都不能为舒茨解决问题提供可能性。经考夫曼的介绍和鼓励，舒

茨接触到胡塞尔著作。起初研读胡塞尔的《观念犐》和《逻辑研究》时，舒茨并未找到这些著作

和他关注的问题的桥梁。直到１９２８年海德格尔编辑的《内时间意识》一书的出版，舒茨才发

现胡塞尔的思想和语言是可理解的。到了１９２９年《形式与超越逻辑》问世并将主体间性置于

重心，舒茨才认识到胡塞尔思想之于困扰他的所有问题的重要性（犛犮犺狌狋狕，２０１１：１－２）。

诚然，作为被后人称之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奠基者，更确切地说是作

为有意诉诸现象学以纾解社会学难题１的代表人物，舒茨确实向人们

展示了一系列现象学社会学的代表性成果。一般来说，“现象学社会学

这个概念就是以舒茨想建立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现象学的尝试为基础

的”（犛犿犪狉狋，２０１４：７９）。但是，若将现象学社会学仅仅局限在舒茨社会

学上，显然是对作为理论分支或“智识运动”（犖犪狊狌，２０１２）的现象学社

会学的狭隘化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有可能导致对现象学社会学的错误

认识，甚至还可能扼杀对现象学之于社会学可能具有的其他启迪的揭

示。因为，在舒茨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发生作出的贡献的基础上，现象学

社会学还取得了超出舒茨社会学的新进展。据格雷戈里·伯德的考

察，现象学社会学在与主流社会学的协调中已经取得诸多新进展，投身

其中的学者往往从“同化进路”“适应进路”“调整进路”“整合进路”和

“脱离进路”来寻求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犅犻狉犱，２００９）。这些新进展几

乎都是在舒茨逝世之后取得的，也就是说，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到

７０年代末英美现象学社会学“获得承认与扩张的时期”（犠犪犵狀犲狉，１９７６：

１）取得的。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现象学社会学又以特定的方式得

到发展。弗格森从“现代生活经验”的共同基础来探究社会学与哲学，

尤其是历史社会学与现象学之间亲和性或互补性的尝试（犉犲狉犵狌狊狅狀，

２００６：１３），就可以说是这种新进展的代表性成果之一。由此说来，诸如

“社会学里的现象学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就已经全面终结”（吕炳

强，２００８：３０）等论断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至少“现象学在社会研究新学

院（狋犺犲犖犲狑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的黄金时代就持续到了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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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代”（犈犿犫狉犲犲，２０１７：２６）。此外，现象学社会学在舒茨之前也已经

有所萌芽乃至具体发生了（犛狉狌犫犪狉，１９８４）。因此，若将现象学社会学只

局限在舒茨社会学范围之内，显然会导致对现象学社会学的历史实情

及其理论意蕴的狭隘理解甚至错误判断。

更重要的是，将现象学社会学等同于舒茨式现象学社会学进路，不

仅会扼杀对现象学之于社会学可能具有的其他启迪性的探索，抹杀对

现象学社会学之其他可能进路的开拓，甚至还可能造成对现象学社会

学的更高位格的降格式定位。因为由舒茨引入社会学的只是胡塞尔的

现象学，而现象学在胡塞尔之外已经衍生出其他流派。这些流派也可

能对社会学理论有所启迪，并由此生长出其他的现象学社会学进路。

实际上，已经有学者将舒茨式现象学社会学定位为现象学社会学的第

一种道路，并揭示了以海德格尔现象学为基础的“第二种现象学社会学

道路”的可能性（犃狊狆犲狉狊，２０１０）。当然，阿斯帕斯的研究尽管指明了寻

求另一种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在对胡塞尔 舒茨式进

路的批判方面，还是在对第二种现象学社会学道路的揭示方面，都有未

尽之处。由此可知，对现象学社会学其他可能进路的探索，依然任重而

道远。此外，尽管舒茨自觉地将他的理论视为社会学的构成部分，但是

仍然不妨可以说，舒茨现象学社会学乃是意在成为社会学的诸视角之

一，而非社会学的范式革命。然而，现象学社会学显然还有作为在社会

学中占主导的实证主义范式的替代范式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批判主

流社会学未加检视的前提预设以推动社会学深层范式转换的含义

（犅犲犾狏犲犱犲狉犲，２０１５犪：２９５－２９６）。从根本上说，现象学社会学的最大价

值或许就体现在促进实证主义范式支配下的社会学的深层范式的转换

方面。因此，将现象学社会学只作为舒茨社会学的代名词，难免会造成

对现象学社会学之更高位格的降格式定位，进而导致现象学之于推进

社会学理论的潜能得不到应有的实现。

无论是对它的历史实情及理论意蕴的错误性判断，还是对其更高

理论位格的降格式定位，从根本上都可以说是由于狭隘化地理解现象

学社会学的缘故。现象学社会学长期以来只被当作舒茨作品的代名

词，社会学史的传统叙事也将其局限在舒茨社会学的范围之内，即便有

涉及历史发生的探究也往往只是追溯舒茨社会学的思想渊源。然而，

就像施皮格伯格所说的“现象学并不只限于胡塞尔哲学”（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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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６９）那样，我们也可以说现象学社会学并不只限于舒茨社会学。

故此，为澄清以往研究对现象学社会学的狭隘理解乃至错误认知，推进

理解现象学社会学的深度和广度，归根结底来说是为了对现象学社会

学形成更准确的认识。本文将试图阐明现象学社会学的发生情境，勾

勒出舒茨式现象学社会学的思想渊源、跨越欧美的转折和引申以及舒

茨之后一度兴盛乃至式微的生命历程。通过这种梳理，我们一则将能

发现现象学社会学在发生之初有着多种可能进路，甚至能发现在经典

社会学理论中蕴含但遭到遮蔽的现象学社会学维度，二则能发现这种

现象学社会学进路式微之后在当代社会学中的余绪和持续影响，尤其

是能窥见今后探究现象学社会学之其他进路的可能性。

２．虽然现象学社会学常常被视为舒茨作品的代名词，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

现象学社会学之术语。在贝尔韦代雷看来，人们在两种对比鲜明的意义上使用着这（转下页）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主要旨趣在于梳理现象学社会学的既有

生命历程，澄清以往研究对现象学社会学的狭隘理解乃至错误认识，揭

示实质地拓展现象学社会学的内在可能性，从而为拓展现象学社会学

的实质研究做好历史梳理和场地清理的工作。因此，基于胡塞尔 舒茨

式进路在以往研究中俨然已经成为现象学社会学范例的实情，本文对

现象学社会学既有生命历程的梳理，将偏重于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的历

史文脉。在将现象学社会学置于现象学运动的脉络之中以期揭示出它

的发生情境———胡塞尔所谓的欧洲科学危机和根本生活危机或随着韦

伯所谓“现世的祛魅”而来的意义危机———阐明现象学社会学在发生之

初有着多种可能进路之后，对现象学社会学之发展、式微和余绪的阐述

将聚焦于胡塞尔 舒茨式现象学社会学在北美的状况。这种历史梳理

和场地清理工作，是拓展现象学社会学的实质研究必不可少的。因此，

希望本文能激起对现象学社会学之欧美发展状况或不同可能进路的比

较研究以理解现象学对当代社会学的影响，激起对现象学社会学之其

他可能进路的探究以揭示现象学对促进社会学范式革命的理论潜能。

二、意义危机：现象学社会学的发生情境

长期以来，“现象学社会学”（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２术语往

往只被当成舒茨作品的代名词。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舒茨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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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从未出现过现象学社会学概念。“舒茨不仅自己没有使用过这个

术语，甚至会断然反对他的学生使用”（犘狊犪狋犺犪狊，２０１７：２２４）。在英语学术

界，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１９６５年的一篇文章中，该文旨在表明社会学的

主要智识来源中有一种可谓“主观实在论”（狊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狉犲犪犾犻狊犿）的潜在共

识，而且这种有关个人和社会的观点与存在论现象学有着显著的亲和性

（犜犻狉狔犪犽犻犪狀，１９６５：６８６）。作为理论分支名称的现象学社会学，则直到１９７３

年才出现在一本名为《现象学社会学：诸议题与应用》的论文集中

（犘狊犪狋犺犪狊，１９７３）。自该论文集出版后，“这个新术语才被频繁且平常地用

于各种书籍和文章”（犖犪狊狌，２０１２：３）之中。如果说，上述叙述表明了现象

学社会学在舒茨逝世后的美国之发展的一丝线索，即“舒茨作为现象学

社会学激发者的主要影响是在他逝世后才产生的”（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１９９４：

２５５），那么，在舒茨及其流亡美国之前的欧洲，现象学社会学也早就已经

有着不短的历史，“社会学中最初的现象学派兴盛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的德语区……现象学社会学直接受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

（犜犻狉狔犪犽犻犪狀，１９６５：６７４）。因此，若想充分理解作为理论分支或智识运动的

现象学社会学，显然有必要将它置于更广泛的思想脉络中以更完整地勾

勒出它的历史。

（接上页）一术语。第一种是社会学的诸视角之一；第二种是作为实证主义视角之替代的新范

式，是促成社会学深层更新的范式转换（犅犲犾狏犲犱犲狉犲，２０１５犪：２９５）。对弗格森来说，新的主题关切

和视角已经潜在地促成一种真正的现象学社会学的产生。“具体化”（犲犿犫狅犱犻犿犲狀狋）是现象学和

社会学的接触点，是任何现象学社会学之发生的出发点。通过社会学地解读现象学文本和现象

学地解读社会学文本，能阐明现象学和社会学的潜在综合并揭示作为对现代性之说明的现象学

社会学的价值（犉犲狉犵狌狊狅狀，２００６：１０４）。在纳苏看来，现象学社会学是“反 实证主义”的，并且“忠

实地关注社会行动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现象学社会学术语实际上

被用来指涉由‘面对实事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尤其是由舒茨及其同事的著作启发和导向的社会

学”（犖犪狊狌，２０１２：４）。尽管现象学社会学的含义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但从各种用法中不难看出其

基本含义就是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更确切地说是将现象学引入社会学以将社会学建立在更

坚实的基础上的理论尝试。本文接受对现象学社会学的开放性理解，并以此作为选取相关文献

和勾勒现象学社会学之生命过程的线索。

现象学社会学是现象学在社会科学领域渗透的产物，因此，其发生

显然应该置于“现象学运动”的谱系之中来予以考察。在论述现象学运

动的思想史时，施皮格伯格（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１９９４：２５５，２５４）便将舒茨置于胡

塞尔哲学影响的“辐射”范围内来考虑，视舒茨为胡塞尔的影响已扩大到

不再限于本校大学生的“弗莱堡时期”（１９１６－１９２８）两位深受其影响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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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青年学者之一，另一位学者是考夫曼（犉犲犾犻狓犓犪狌犳犿犪狀狀），舒茨正是

在后者的鼓励下开始研究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观念犐》的。虽然当时

舒茨在以最大的虔诚研读胡塞尔，除了对他深深的钦佩以外，未能从中

找到架通与他关切的问题之间的桥梁（犛犮犺狌狋狕，２０１１：２）。不过，现象学哲

学在那时已经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现象学社会学由以发生的思想条

件已经萌芽乃至成熟甚至可以说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了。“早在舒茨

动手写作之前，社会学思想与现象学思想的一种关联（即现象学社会学）

赖以建基的诸观念的独特社会 历史构型就已经建立起来”（犛狉狌犫犪狉，

１９８４：１６３）。在这样的社会 历史背景中，现象学的诞生及其产生的影响

显然是关键要素。因此，厘清现象学由以发生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历史

脉络，尤其是将现象学对社会科学造成的影响勾勒出来，显然，这些都是

考察在舒茨之前的现象学社会学发生情境的题中之义。

现象学由以发生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历史情境，或许可以表述为胡

塞尔所谓的“欧洲人根本生活的危机”以及作为这种生活危机之表现的

“科学危机”。在胡塞尔（２００１：１６）看来，１９世纪后半叶，将科学理念还原

为纯粹事实科学的实证主义完全支配了现代人的世界观。这使人们沉

浸在科学造就的“繁荣”之中，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

定意义的问题的思考。然而，２０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

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反思一战悲剧时，现代人发现，这种科学在有关

生存危机的问题上并没能告诉人们什么，它从原则上排除了生存有无意

义的问题，而这对身处不幸时代的人们而言恰恰是十分紧迫的问题。这

种科学仅仅注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事实是什么，恰恰将人性问题排

除在科学领域之外，从而失去了对所有人来说都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

问题进行总体思考，并以理性的洞察予以解答的能力。因此，“不论怎样

夸大科学的实际成就，都已经无法掩盖科学陷入了理论困惑的事实……

对自然之控制的扩大几乎总是以可理解性的降低为代价，再没有理由将

实证科学视为所有可想象之问题的最终答案”（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１９９４：７３）。

“科学如今已经走到转折点上……科学思想的旧基础正变得不可理解。

时间、空间、物质、质料、以太、电力、机械、有机体、型构、结构、模式、功能，

所有这些都要求重新解释……如果科学不想沦为一堆杂乱无章的专门

假设，就必须变成哲学的并且必须对它的基础进行彻底批判”

（犠犺犻狋犲犺犲犪犱，１９４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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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当时的所有科学学科中，实证主义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实证主义不仅被理解成具体研究的指南，而且被理解成关于一般认识和

一般文化的理论”（海德格尔，２０１４：１８）。因此，陷入危机的不只是科学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甚至欧洲人的根本生活也陷入于危机之

中。胡塞尔（１９９９：６３）指出，“实证科学赠予我们极为丰富的、得到科学

‘说明’的各种事实，但这些事实却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科学并

未在任何一点上为我们解开当下现实之谜，解开我们生活、活动和生存

于其间的现实之谜。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早就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这种困境是我们遭遇的最极端的生活困境。任何生活都服从一个责任、

一个关于有效性或无效性的裁决，都依据带有绝对有效性要求的规范，

但我们时代的现实处境却是所有规范处处都存有着争议，都在经验上受

到了歪曲并被剥夺了观念的有效性。既然科学危机和生活危机的根源，

都落在只局限于纯粹实在事实的科学不愿也不能面对价值与意义的问

题，落在“被斩去了头部”（即丧失了对人的整个生活，尤其是对人之生活

目的的意义）的实证科学，或者说落在了与文艺复兴时作为广博哲学体

系构成部分的科学相比已经变成一种不仅危害人类而且危害科学自身

的残缺不全的科学之上，那么，化解科学危机，进而化解根本生活危机的

出路，显然就在于从基础上强化科学以使它能为人类确立与实现生活目

标提供支持，在于寻求一种能使科学恢复它与人类更深切的关怀相联系

的哲学（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１９９４：７５）。因为基于胡塞尔（１９９９：６８，６４－６５）的说

法，“我们的时代只愿意相信‘合理性’”，而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合理性便

是科学”，因而简单地放弃或消灭科学显然不是纾解时代危机的可取进

路。既然我们时代的困境源自科学，归根结底地说源自哲学微弱的发展

和力量，源自哲学走得还不够远、还不够科学，那么，显然，也唯有科学才

能克服这种源自科学的困境，一种“哲学的科学”或“科学的哲学”３正是

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需要。

３．按海德格尔（２０１４：２３）的说法，在１９世纪一种相当明确的“科学式哲学”已经走上统治地位。

１９世纪中叶的哲学之所以自称为“科学式的”，是因为（１）它是关于科学的哲学，将科学的事实

作为自己的真正对象，是有关科学的理论；（２）它本身不再属于专门的科学思考的范围，而是通

过追问现有的科学的结构赢得课题并根据自己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赢得了自己的领域和方

法；（３）它寻求通过一门关于意识的本源科学来为所有指向意识的学科奠基。胡塞尔正是在这

种时代智识趋势激励下走向作为一门科学式学科的哲学，走向创建作为一门严格科学之哲学的

现象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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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胡塞尔看来，“无前提性”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认识论研究必须满足的原则。据《笛卡

尔式的沉思》中的说法，无前提性原则意味着在先验还原的开端上不能设定任何别的东西存在，

除自我（先验主体）和包含在此自我中的东西以及连同一个不确定的可确定性之外。后来他提

出可以通过悬搁来放弃这个世界，以便在普遍的自身沉思中重新获得它。可见，在先验还原开

端上还是有东西存在的，这里的自我和包含在其中的东西以及可确定性，换一种表述可以说就

是意识意向性、意向相关项和对确定性的信念。实际上，无前提性并非要消除一切前提，而是要

消除在现象学上未被澄清、未被证实或不能证实的前提，是要消除未受彻底考察或至少从原则

上说未被提供给这种考察的前提。根据《逻辑研究》中的说法，就是任何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

的和特殊心理学的论断都不能在现象学中作为前提产生效应，这些未受彻底考察的论断／都不

能作为现象学的前提。“无前提性原则”实质上就是现象学的“面对实事本身”口号的另一种表

述，旨在表明现象学不是根据“实体存在”的观念及实证科学的前提或原理来解释“现象”，而是

面对事实本身忠实地描述“现象”（现象不是本体、实体、本质、理念等，而是自身自行显现／显

象）。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将“无前提性”问题视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差别之

一，然而，从这一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现象学对“无前提性”的坚持实际上与胡塞尔现象学并无二

致，在某种意义或层面上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精神的贯彻甚至比胡塞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海德

格尔在许多地方都表达了对现象学“无前提性”原则的诉求和坚持，在《论哲学的规定》中谈到作

为前理论科学的原始科学时，就有“我们做的一切先行努力的方法意义就在于要达到无前提性

（无预先设定状态）的边界，也就是要达到本源，清除一切负载了前提预设的东西”（海德格尔，

２０１５：１０７－１０８）这样的说法。在《存在与时间》中，现象学的本义就被说成使自身显现的东西公

开出来给人看，在现象学的现象背后本质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诸如此类的表述在海德格尔著

作中不胜枚举，这无疑都表达了他对“无前提性”、“面对实事本身”或“明见性”的坚持和恪守。

毫无疑问，在胡塞尔（１９９９：６９；２００８：４１；２００１：４０４）看来，作为一门致

力于成为“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ριζωματαπαντων）的

科学”，一门以“面对实事本身”为口号的“严格的科学”之哲学的现象学，

就是纾解已经“感到因自身在基础上的模糊不清而举步维艰”的实证科

学的危机，化解由误入歧途（“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歧途）的理性主义

导致的根本生活危机的出路。因为尽管现象学已经被培育出诸多不同

的形态，甚至现象学家们对现象学的具体形态本身都有不同的理解，但

现象学的精神却是他们基本的共识。现象学研究的动力“不是来自各种

哲学，而是来自实事和问题”（胡塞尔，１９９９：６９）。现象学的目的“不是向

上建筑，而是一再地向下深掘，以给既有洞见奠定比以往更坚实的基

础”。现象学“带着属于真正哲学科学之本质的极端态度，不接受任何现

有的东西，不承认任何传统的东西为开端……而是在对问题本身及其产

生的要求的自由献身中获取开端”。现象学坚持彻底的“无前提性”，４并

借助正当意义上的哲学直观和现象学本质把握方法深入到所有概念都

扎根其中的“实事”（犛犪犮犺犲狀）之中，以探寻所有知识的“根源”、“起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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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基础”（胡塞尔，１９９９：６９－７０；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１９９４：７１，７７）。这就是作

为现象学家基本共识的现象学精神，胡塞尔本人也因此将基于这一理念

的现象学视为纾解科学和生活危机的出路。

自２０世纪初兴起以来，现象学运动逐渐取得蓬勃发展。现象学的

影响也早就不再局限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波及到诸经验科学，社会

学，当然也在受其影响的学科之列。现象学之所以能对诸经验科学产

生广泛影响，或许是因为这些经验科学与现象学一样都面对着现代性

转型所提出的相同的时代问题。胡塞尔所谓的科学危机和根本生活危

机，显然就是韦伯（２００７：８４）所揭示的“现世的祛魅”（犇犻犲犈狀狋狕犪狌犫犲狉狌狀犵

犱犲狉犠犲犾狋）过程带来的新经验，更准确地说，是这一过程的深化对科学

和生活造成的冲击。在韦伯看来，我们时代以理性化和理智化为特征，

尤其是以世界的祛魅为特征。科学在其中既作为构成部分又作为驱动

力量，一般被称之为“进步”的这种祛魅过程已经在西方文化中持续了

数千年，并由此产生了关于我们在原则上不再被不可预测的神秘力量

所控制，而是能通过计算来控制一切事物，能通过技术和计算来实现目

的而无须求助魔法的信念。然而，日益发展的理智化和理性化并不意

味着增进了对我们生存条件的理解，我们时代的命运倒更象是以往那

些曾经在人们生活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终极的和最崇高的价值悄然从

公共生活中隐退了。虽然以往关于作为通向真正的存在、艺术、自然、

上帝和幸福之道路的科学的幻象，已经在理智化和理性化中分崩离析，

但现代科学却并不能给诸如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等这

类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犠犲犫犲狉，２００４：３０，１３，１７）。这种共

同面对的时代问题，不仅是现象学能对诸经验科学产生影响的原因，或

许还是舒茨之所以能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找到为韦伯理解社会学奠定更

坚实基础的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大体上说，现象学对欧洲诸经验科学的影响，首先发生在心理学、精

神分析和人类学中，这些都是最早利用现象学来克服它们自身的“自然

主义偏见”（狀犪狋狌狉犪犾犻狊狋犻犮犫犻犪狊犲狊）的学科。在斯茹巴（犛狉狌犫犪狉，１９８４）看来，仅

就胡塞尔现象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而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科

学界，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主要以三种方式呈现出来：第一种方式是通

过哲学思辨或社会哲学探源旨在回溯到社会现象的“明晰的”或“一般

的”结构上，舍多·里特（犜犺犲狅犱狅狉犔犻狋狋）对个人、共同体和伦理基础的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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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犻狋狋，１９２６：２９２），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第二种方式是从方法论视角

来挖掘现象学理念的社会学意义，这种影响方式产生的成果包括了被视

为２０世纪上半叶德国首屈一指的现象学社会学家的阿尔弗雷德·菲尔

坎特（犃犾犳狉犲犱犞犻犲狉犽犪狀犱狋）的研究、考夫曼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探索，以及

法国社会学家古尔维奇（犌．犌狌狉狏犻狋犮犺）深受与现象学的遭遇影响的对社会

实在的研究等。第三种方式是把对诸问题的现象学式提问方法运用到

对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之中，舍勒（犕．犛犮犺犲犾犲狉）、赫尔

穆特·普莱斯纳（犎犲犾犿狌狋犺犘犾犲狊狊狀犲狉）和舒茨的研究就是这种影响的典型

代表。这些理论成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是属

于哲学人类学的或原社会学的，但它们对社会学的影响却相当持久。值

得指出的是，这些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是广义的现象学社会学，现象

学社会学在这些哲学人类学或原社会学思想中已经有所萌芽乃至实际

发生了。

三、多种可能性进路：现象学社会学的发生

在舒茨现象学社会学成形之前，被最明确地视为现象学社会学家

的或许非菲尔坎特莫属。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讲授的课程中，尤其是

在《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的主要问题》（犞犻犲狉犽犪狀犱狋，１９２３）中，维尔坎特就

将社会学视为是对社会现象进行彻底的形式研究，强调以现象学方法

直观地把握社会互动和社会群体生活中的“本质类型”、“终极事实”（包

括情感在内）和“意义整体”的必要性。在菲尔坎特看来，对集体生活之

精神要素和主体间性纽带的纯粹描述，并不依赖于对社会现象之本质

的分析归纳方法，而是通过对每个社会的整体性，对呈现在特定社会的

风俗、精神或生活方式中的整体性的直观理解来把握（参见犜犻狉狔犪犽犻犪狀，

１９６５：６７４－６７５）。在传统社会学史中，菲尔坎特当然算不上重要的社

会学家，但在现象学社会学史上，他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甚至以现

象学方法来直观把握社会现象正是菲尔坎特社会学的精髓。因此，当

霍赫斯蒂姆（犎狅犮犺狊狋犻犿：１９６６）虽欲考察菲尔坎特的社会学却又无视其

中的现象学维度时，才会受到学界所谓“霍赫斯蒂姆对现象学的偏见有

效地败坏了菲尔坎特可能做出的任何积极贡献”（犛狆犲狀犮犲狉，１９６８：１７８）

那样的批评。

与菲尔坎特主要将现象学引入社会学不同，舍勒或许是与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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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现象学家中对社会学议题最感兴趣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第

一代现象学社会学家中最典型的代表（犜犻狉狔犪犽犻犪狀，１９７８：２３）。故且不

论舍勒对（与现象学社会学密切相关的）知识社会学的奠基性工作，５

仅就舍勒在其哲学人类学中以一种经过改进的现象学方法来探究人类

生存涉及的道德、伦理、价值、情感和宗教等议题而言，就应该足以将其

视为论述现象学社会学史时绕不开的关键人物。舍勒无意于建立一种

新的严格现象学科学，这种科学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能帮他找

到解答永久问题和紧迫危机之新答案的新方法。早在一战之前，舍勒

就基于强烈的感受对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探究，并作出这是一

个危机的时代和转型的时代的诊断。在舍勒看来，这种时代危机主要

是资本主义价值模式对基督教价值模式的颠覆与替代。资本主义价值

模式的首要特征是理性计算和纯功利的精神，是资产阶级无限的占有

欲、支配自然的意志和追求数量而对品质漠不关心的人格。对舍勒来

说，这种时代危机的最激烈的表达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而这也正好

解释了舍勒为什么对社会学议题有着执着的兴趣（参见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

１９８２：２７１）。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相比，舍勒的现象学不仅更有意识地关

注社会生活，探及情感生活的深处，尤其是将社会的可能性牢牢建基在

与作为具体的及他人同伴的遭遇之上。因此，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对思

考诸如主体间性、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等社会学基础问题有着特殊的

意义（参见犞犪狀犱犲狀犫犲狉犵犺犲，２００８：１８），舍勒也由此被视为现象学社会学

史上的重要人物。

５．《现实的社会建构：一篇知识社会学的论文》可以说是现象学社会学新近的发展动向，伯格和

卢克曼（２００９：４，１）在书中明确地将舍勒定位为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并指明该书的标题已经揭

示他们讨论的主要内容的基本看法———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社会建

构过程。与此相应，舍勒研究知识社会学的真正目的在于找到知识的具体实现在何种程度上是

由社会地确定的。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舍勒对社会学渐增的兴趣并不意味着他欲将哲学从

属于社会学，舍勒从未停止对会使真理变成社会变量之函数的社会学主义的抵抗，在他看来，虽

然知识的形成受到社会建构，但是真理仍然保持不受影响（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１９８２：２８５）。

舍勒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受他影响的哲学家们对现象学社会学的

建立所起到的作用方面。建立社会行动理论的意图虽弥漫于舍勒的思

想之中但却并非总处在最显著的位置上，但是该意图得到了普莱斯纳

系统的修正和发展。普莱斯纳想建构一种关于社会性且说明人类存在

之“自然的人造物”的哲学人类学，这种人类学旨在揭示可以通过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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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来描述和通达的人类行为的基本结构。人类在日常世界中的

“意义 赋予”的存在只有借助这种结构才可能得到理解，作为关于日常

世界之经验科学的社会学也只有借此才可能建立起来。只要研习过伯

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就能清楚地知道普莱纳斯的探索对

现象学社会学的发生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参见犛狉狌犫犪狉，１９８４：１８２）。

还有，虽然海德格尔哲学不是舍勒意义上的哲学人类学，但是舍勒以现

象学方法对人类存在诸问题的探究，显然预示并影响了海德格尔在《存

在与时间》中对存在问题的处理（参见犛犲犿犫犲狉犪，２００８：２９），海德格尔对

“此在”的生存论分析，由此则可以说是探究另一种现象学社会学进路

的可能起点。在现象学运动中，梅洛 庞蒂是另一位关注过社会学，更

确切地说是专门考察过哲学与社会学、现象学与人文科学之关系的现

象学家。在梅洛 庞蒂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哲学与社会学一致，相

反应当说哲学作为对社会学要务的一种恒常提示是社会学必不可少

的，甚至更应该说每当社会学家返回知识的活生生的源头，返回运作在

他们心中的、作为领会离他们最遥远的文化形式的手段的东西时，社会

学家同时也在践行哲学。哲学并非一种特殊的知识体，而是一种告诫

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知识的来源的警醒（犕犲狉犾犲犪狌犘狅狀狋狔，１９６４：１１０）。与

胡塞尔现象学相比，梅洛 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显然更多地关注社会学议

题。布迪厄曾指出，梅洛 庞蒂的现象学研究不仅提供了一条通向人文

科学的道路，而且提供了一条通向韦伯理解社会学的道路（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２００８：１２）。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现象学社会学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逐渐成为现

代社会学的理论分支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探究古典社会学中

的现象学要素，或者说开始以现象学视角审视古典社会学家的思想。

在考察存在论现象学如何关联于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派和主观实在论的

社会学传统时，提里亚基安（犜犻狉狔犪犽犻犪狀，１９６５）就不仅梳理了从菲尔坎

特、舍勒、曼海姆、古尔维奇到加芬克尔等“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派”人物

的思想，而且揭示了以韦伯、齐美尔、涂尔干和托马斯、索罗金、帕森斯

等为代表的欧美主流社会学家理论中的“存在论现象学”要素。在提里

亚基安看来，在社会学传统的主要智识来源中，有一种可以说是主观实

在论的潜在共识，这种关于个人与社会的观点同存在论现象学有显著

的亲和性，正是这种与存在论现象学的交集，使得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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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会学理论具有了可能性。６提里亚基安还通过返回其“精神和灵

感来源”，对现象学社会学与实证社会学的当代争论展开了“历史的”探

究，表明了涂尔干有建立一种“原社会现象学”的意图。通过对体现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欧洲的科学危机与超验论现象学》两书二位

作者（涂尔干和胡塞尔）思想及其背景的比较，提里亚基安论证了：涂尔

干的实证主义与当代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的分歧或许远比与胡塞尔现象

学的分歧要大得多，涂尔干和胡塞尔都应被视为要给知识寻求一种严

格的基础———一种远比当今盛行的实证主义提供更严格之基础的人物

（犜犻狉狔犪犽犻犪狀，１９７８：４２－４３）。

６．虽然希普和罗斯（犎犲犪狆犪狀犱犚狅狋犺，１９７３）批评提里亚基安只是“隐喻地”使用现象学概念，也

就是在日常理解意义上而非现象学意指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从而未能理解甚至扭曲了现

象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但是，希普等的批评既在一定意义上教条地以胡塞尔现象学的唯一性

为前提，而且又忽视了提里亚基安关注的乃是作为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和存在论哲学之结合的

存在论现象学，亦即在广义的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言说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提里亚基安

（犜犻狉狔犪犽犻犪狀，１９７８）在别的地方回应了希普等人的批判，他一方面将对社会实在的主观或内在

的方面，也就是社会处境和社会结构之意义成分的解释视为广义的现象学社会学，在这种意

义上他在１９６５年的文章中提到的许多人都属于现象学社会学家，只是还未被视为现象学社

会学的发言人而已。另一方面将与现代哲学现象学的设计师即胡塞尔有着显见的亲子关系

明的进路视为严格意义的现象学的，舒茨、纳坦松、加芬克尔、伯格和卢克曼是这种意义上的

现象学社会学家。因此，尽管提里亚基安在１９６５年的表述就像希普和罗斯指出的那样是初

步和模糊的，但他认为在涂尔干思想中有一种潜在的现象学直觉却可以说是合理可靠的

（犅犲犾狏犲犱犲狉犲，２０１５：３７４），在古典社会学思想中并不乏现象学要素。

与提里亚基安对涂尔干社会学之现象学意蕴的揭示相比，贝尔韦

代雷更进一步将涂尔干视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创立者。在贝尔韦代雷

（犅犲犾狏犲犱犲狉犲，２０１５犫）看来，受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的启发，在涂尔

干那里存在着潜在的现象学实践。作为现象学实践者，涂尔干的某些

理念与胡塞尔对“社会范畴”（狋犺犲狊狅犮犻犪犾）的理解相一致。当然，尽管并

非涂尔干的一切著作都是现象学的，涂尔干也绝非胡塞尔，但是就涂尔

干对现象学社会学而言，恰犹如笛卡尔之于胡塞尔现象学那样重要。

就像笛卡尔那样，涂尔干开启了一种使我们得以转换对待世界之自然

态度的新视野，开创了一种与笛卡尔式做哲学的方法相差无几的涂尔

干式做社会学的方法，这种视野和方法使我们得以对“确定性”展开彻

底而系统的反思。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像在胡塞尔解释中的笛卡

尔和伽利略那样，涂尔干在使现象学社会学怀孕后不久就扼杀了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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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发现的天才也是遮蔽的天才”（胡塞尔，２００１：６８）。因为在揭示了

社会范畴的现象学特征之际，涂尔干就将这些特征遮蔽在他所对抗的

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面纱之后了。这里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同涂尔

干的实证主义一致，都是对主观性／主体性的遗失或扭曲的思想形式

（犅犲犾狏犲犱犲狉犲，２０１５犫）。除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等社会学大师以外，也

有学者尝试揭示帕森斯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意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朱尔斯 罗塞塔就探讨了帕森斯与社会学中的现象学传统的关系，阐明

帕森斯从早期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开始就尝试利用一种现象学视角来

建构他的社会行动理论。虽然帕森斯后来转向结构功能主义而未能对

社会学的现象学视野之发展做出实际贡献，但他在早期理论活动的实

质主题和理论建构方法上都尝试利用现象学的方法这一点却是显而易

见的（犑狌犾犲狊犚狅狊犲狋狋犲，１９８０）。对帕森斯与现象学之间关系的种种探究，

很容易使人想起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被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刘

易斯·科塞称为“聋人的对话”７的舒茨与帕森斯之间的通信。与舒茨

刚到美国不久就与帕森斯通信时抱持的用意相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这些学者对古典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意蕴的探究，或许也有意在主流

社会学中为现象学社会学谋求一席之地。

７．刘易斯·科塞是在给《社会行动理论：舒茨与帕森斯的通信》写书评时提到这种说法的，在

科塞（犆狅狊犲狉，１９７９：６８０）看来，除了舒茨和帕森斯都共同立基于韦伯的著作，除了他们都反对

实证主义并赞同社会行动应该处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之外，他们的通信并没有揭示任何观念

的啮合，因此他们的通信在持续了短暂数月后就永久停止了。

虽然舒茨是在１９３９年才流亡到美国的，但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的奠

基性著作却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已经问世了。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

（１９６７年英译本名为《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舒茨就试图基于他所理

解的胡塞尔现象学和韦伯方法论来分析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从而为

社会科学尤其是为社会学奠定更坚实的哲学基础（犛犮犺狌狋狕，２０１１：２）。

这本书使舒茨赢得了胡塞尔的称赞，夸奖他是“一位认真而深刻的现象

学家，是能深入难以通达的胡塞尔哲学最深层意义的少数几人之一”

（犅犪狉犫犲狉，２００４：４２）。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就社会世界之意义构造的探

索性尝试而言，舒茨早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８年期间的所谓“伯格森时期”，

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并非舒茨为韦伯理解社

会学乃至整个社会学寻求更可靠基础的最初尝试（犠犪犵狀犲狉，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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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早在撰写于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８年间的《生命形式与意义结构》中，舒

茨就指出，“这项研究旨在考察理解社会学的诸方法，韦伯已经使这种

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因而他不觉得有必要更多阐述他的科学事业的

前提条件……但只要我们留在社会学范围内，就不能更多了解‘意义’

的存在、形式和可理解性”（犛犮犺狌狋狕，［１９２４１９２８］１９８２：４２－４３）。换言

之，韦伯理解社会学的主题和方法都还有待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而为了

探究他所理解的“处于前科学领域”的理解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即“汝

问题”（犜犺狅狌犘狉狅犫犾犲犿），尤其是为了阐明作为“一种关于你的经验科学”

的理解社会学“必须使用哪种方法”的问题，舒茨“在科学的 概念的分

析之前对作为经验对象内容的绵延体验和意义体验展开了细致的‘前

科学的’研究”（犛犮犺狌狋狕，［１９２４１９２８］１９８２：７０，４３）。可见，在这个时候

舒茨主要诉诸伯格森生命哲学来为韦伯理解社会学寻求更坚实的

基础。

然而，为社会学奠定一种伯格森式哲学基础的尝试并不成功。舒

茨原本以为，伯格森对意识结构（尤其内时间意识）的分析能被用来作

为解释社会学未澄清的基本概念（意义、行动、期待和主体间性等）的出

发点（犛犮犺狌狋狕，２０１１：２），但是，他后来认识到，伯格森哲学并未发展到足

以承载起韦伯理解社会学之哲学基础的理想程度。因为伯格森的体系

始于“纯粹绵延”，这是一种超出经验的不能被直觉、反省、自我观察或

追忆通达的概念。纯粹绵延缺乏作为直接通达于意识现象的“原始证

据”，它只是伯格森哲学从可通达的意识推断出逻辑上必要的前提。也

就是说，伯格森哲学有着纯粹绵延之不可通达性的缺陷，伯格森并没有

始于“最初开端”，以伯格森哲学来为社会学奠基并不可靠（参见

犠犪犵狀犲狉，１９７７：１９７）。由此，１９２８年以后舒茨转向了胡塞尔现象学以期

为社会学寻求更可靠的基础。实际上，就如前文提到那样，舒茨此前就

在考夫曼的鼓励下接触到了胡塞尔现象学。但直到１９２８年《内时间意

识现象学》的出版，舒茨才发现胡塞尔的思想和语言是可理解的，而到

了翌年，即１９２９年《形式逻辑与超越逻辑》的问世，舒茨才终于认识到

胡塞尔思想对于困扰他的问题的重要性。舒茨与胡塞尔现象学的遭

遇，深受他接受的是社会科学训练并致力于为社会学寻求更可靠基础

的影响。舒茨进入现象学的道路是非正统的，与超越论现象学诸问题

相比，舒茨一开始就对胡塞尔的自然态度的现象学更感兴趣。虽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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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现象学本质还原对一门无前提哲学的重要性，但舒茨认为，现象学

之于探究社会实在的重要意义，主要还在于胡塞尔确立的通过分析被

还原的超越领域获得的知识同样在自然态度中有效的事实上（犛犮犺狌狋狕，

２０１１：１－２）。因此，在可被称之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即后来

被译作英文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舒茨特意避开从超验论现象学

来处理社会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转而以自然态度直接接受和承认的

社会世界的实在为出发点，来探究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问题（犛犮犺狌狋狕，

１９６７：９７）。其实，作为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的德文版《社会

世界的意义构造》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已经出版，而由于舒茨式现象学社会

学往往被当成现象学社会学的范例，因此，从根本上说，现象学社会学

的孕育与发生是在欧洲完成的，而其真正走向社会学前台，则应该说是

在美国实现的。

四、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的发展及其影响

尽管现象学社会学在欧洲大陆孕育和发生，但它的壮大则要等到

１９３９年舒茨来到美国之后，更确切地说，是舒茨在１９５９年英年早逝之

后（因为后者在有生之年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相当有限），这既是美国

社会学的势力格局使然，但更主要的原因还要在舒茨自己身上查找。

就外部原因而言，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在美国东部得势的哥伦比亚大

学社会学系，到１９４０年代已由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所主导，他们影响

的美国社会学界都推崇经验调查，而非舒茨式的抽象理论。１９４０年１０

月到１９４１年４月，舒茨与帕森斯的通信，原本是现象学社会学获得美

国社会学主流承认的契机，但令人遗憾的是，按刘易斯·科塞的看法，

这次通信只是一次“聋人的对话”。而且，在帕森斯从主观和志愿行动

理论转向一般社会系统理论的同时，舒茨则仍坚持人类行动之主观维

度的重要性，这样本来现象学社会学在舒茨生前可以得到美国社会学

大咖认可的希望火种也完全熄灭了。就自身原因而言，舒茨学术生涯

的大部分时间兼职讲授的是被美国社会学界视为非主流的研究生课

程，《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虽在１９３２年就已出版，但直到１９６７年舒茨

去世８年后才被英译为《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在美国期间，舒茨原本

准备梳理他自第一本著作出版以来的思考，但是，直到他逝世多年后，

才由其学生卢克曼整理成两卷本的《生活世界的结构》。舒茨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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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５９年发表了２６篇论文，但大都是在哲学刊物上，只有两

篇文章刊登在《美国社会学研究》（犃犑犛）上（犘狊犪狋犺犪狊，２００４：６ ８）。

８．库利、托马斯和米德等美国本土社会学家的著作，是在他们实际上都致力于描述经验的意

义上来说是“准现象学的”（狇狌犪狊犻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考虑到他们思想著作中的这种特征来

自于詹姆斯的影响，故值得指出的是，詹姆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的是德国思想传统的训练

（犅犪犮犽犺犪狌狊，２００２）。实际上，舒茨自己也受到了詹姆斯理论思想的影响或关注到了詹姆斯的

学说，这尤其体现在他关于多重世界或多重实在的议题上。

流亡美国期间，舒茨关注过犆．犎．库利、威廉·托马斯和犆．犎．米德

等美国本土社会学家的准 现象学８著作。他对犆．犎．库利的“镜中我”、

威廉·托马斯的“情境定义（结构）”和犌．犎．米德的“操作性领域”和

“主我 客我区分”等主题作了澄清，阐明了这些思想的描述性研究对社

会现象学的意义（犅犪犮犽犺犪狌狊，２００２：５６３）。但是，舒茨此时的主要精力似

乎主要放在推动现象学在美国的传播上，他本人更认同的，似乎也是现

象学哲学家的身份。因此，当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同事———列奥· 施特

劳斯（犔．犛狋狉犪狌狊狊），将他称为“一位在哲学上复杂而成熟的社会学家”

时，舒茨明确表示他更愿意被视为“一位在社会学上复杂而成熟的哲学

家”（犈犿犫狉犲犲，２０１５：７８）。或许，列奥·施特劳斯进一步的回应，倒是对

舒茨的更恰当的定位：舒茨是一位有着“贾努斯面孔的人”（参见

犅犪狉犫犲狉，２００４：１６０）。虽然，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使舒茨在有生之年

未能对美国社会学产生重大影响，现象学社会学也未能在此期间获得

美国主流社会学的承认而发展壮大。然而，现象学社会学的命运，在舒

茨逝世后不久便迎来了转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现象学社会学在

英美社会学中逐渐获得了承认与扩张（犠犪犵狀犲狉，１９７６）。当然，现象学

社会学之命运的转机无疑也是内外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有趣的是，

现象学社会学在美国迎来转机的时代背景，与现象学在欧洲兴起时的

情境有颇多相似之处。

就外在因素而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也可以说是美国乃至世界社会

的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学范式遭受挑战的“危机时代”。按巴托莫的说

法，“功能主义范式的衰落始于２０世纪６０时代，当时正值社会学发生

巨大转型的时代。国际冲突，尤其是越南战争，新社会运动兴起，西方

和东欧国家中的不满与对立增加，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差距增大，这

些激起了社会思想的根本性重新定向。社会变迁与冲突替代基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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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或共同价值的社会整合与社会生活规范，变成了当时社会思想讨

论的核心议题”（犅狅狋狋狅犿狅狉犲，１９９３：６３５）。至于社会思想之核心议题的

这种转向本身，按照达伦多夫的说法，可表述为从“社会均衡模式”向

“社会压制模式”的转变。对社会学体制乃至社会结构秩序的不满，为

新的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打开了空间。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与现象学社

会学获得承认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是一种存在于学院体制之外的对

“工业 技术秩序”之价值与意义的新质疑。这种新质疑将工业 技术秩

序视为“堕落”和“去人格化”即“主体性之腐化”的根源，而并不视其为使

人类幸福的什么灵丹妙药。与此同时，支配着社会学的“客体导向的实

证主义方法论”，也被视为与这种秩序暗地里相勾结。随着对这种秩序

之妥当性及其意义的质疑的增长，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的正当性也遭到

了质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主流社会学危机的本质之一是“解释的危机”，

是此种社会学在为生活世界提供严格科学说明方面的“无能”，而正是这

种生活世界形塑了社会行动并赋予行动意义。因此，与作为反实证主义

（反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哲学的现象学走到了美国哲学的前台相似，现

象学社会学同时也获得了承认与扩展（犜犻狉狔犪犾犻犪狀，１９７３：１８９；犖犪狊狌，２０１２：１２）。

就内在因素来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学会”

（犛犘犈犘）成立，“国际现象学会”（犐犘犛）资助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杂志

成为现象学研究的发表阵地。在詹纳 （犚．犣犪狀犲狉）、纳坦松 （犕．

犖犪狋犪狀狊狅狀）和法伯（犕．犉犪狉犫犲狉）等人的努力下，胡塞尔、舒茨和其他现象

学家著作的英文版及其解读类书籍纷纷出版，现象学也随之越来越广

为人知。最重要的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博

士学位的学生们，此时开始在学术生涯上站稳脚跟。如赫尔穆特·瓦

格纳，尤其卢克曼和伯格等此时逐渐成为社会学的重要人物，而在他们

身后支撑着的正是现象学或现象学社会学的资源（犌狉狅狊狊，２００７：２１５）。

就现象学社会学获得承认与发展的表征而言，上述内在因素既是

促成现象学社会学获得承认的原因，也是表明现象学社会学得到发展

的证据。此外，从现象学社会学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学

会”（犃犛犃）年会等学术场域的“现身”与“在场”来说，也不难看出它在

美国逐渐获得承认与扩张的事实。在１９６５年芝加哥年会上，“有７位

现象学家和现象学方向的社会学家报告了９篇论文，在随后的年会中

也不乏相同学术背景的报告人”（犠犪犵狀犲狉，１９７６：１６）。在１９７１年的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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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年会上，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年会史上的“第一个现象学社会学专门论

坛”。前文提到过的作为学派名称的现象学社会学概念，就出现在以此

论坛讨论为基础于１９７３年出版的《现象学社会学：诸议题与应用》之

中。该文集的主编同时也是１９７１年论坛的组织者帕萨沙斯（犘狊犪狋犺犪狊，

１９７３）指出，在他的印象中，现象学社会学当时正在茁壮成长，大量研究

著述纷纷出现。许多年轻的社会学家从事着他称之为现象学社会学的

研究，尽管这些社会学家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１９７４年蒙特利尔年

会上，瓦格纳组织了两个现象学社会学论坛，而在美国东部和西南部社

会学会年会上，也有现象学社会学论文被宣读。值得指出的是，同年在

多伦多召开的国际社会学会世界大会上，“现象学社会学被授予了特别

小组的地位”（参见犗’犖犲犻犾犾，１９８５）。在随后的数年中，在美国社会学会

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会年会上被宣读的现象学社会学论文数量

也在稳步增长。尤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创办的“现象学社会学通讯”

（犘犛犖）、“现象学社会学年鉴”（犃犘犛）和“人文研究”（犎犛）等学术刊物，

为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发表阵地，从而有力地保障和

扩大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与影响。因此，有学者才将现象学社会学

的发展说成是一场“智识运动”，一场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学社会学运

动”（犖犪狊狌，２０１２）。

随着在美国社会学界获得承认与扩张，现象学社会学也开始对整

个社会学界产生影响。这首先体现于它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

会学界内部的拓展及引起的变化上。“舒茨创立的这种基于现象学的

社会学，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已经在美国、欧洲乃至亚洲的社会科学

中引起了许多显著的变化”（犈狀犱狉犲狊狊，２００５：１）。现象学社会学在其他

国家和地区社会学界的拓展，或许可以从奥尼尔（犑．犗’犖犲犻犾犾）对现象学

社会学在加拿大的发展史的梳理中，同时也是他在这一过程内作出重

要贡献的分析中可见一斑。在奥尼尔（犗’犖犲犻犾犾，１９８５：７４９，７５０，７５２）看

来，现象学社会学对许多实践者来说是一种可识别的做社会学的方法，

这些实践者共享特定的研究机构、阅读史和对社会学事业的贡献。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以来，现象学社会学在加拿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马

林斯夫妇（犕狌犾犾犻狀狊犪狀犱犕狌犾犾犻狀狊，１９７３）所谓的一个专业社会学理论分支

想获得承认都要经历的所有“制度化”（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的阶段。就

像其他的加拿大特产那样，现象学社会学同样也可以在加拿大找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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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要是为出口的加拿大土特产不同，现象学社会学首先是一种进口

货，一种欧洲哲学（胡塞尔、梅洛 庞蒂、伽达默尔等）与美国社会学（犌．

犎．米德、舒茨、加芬克尔、戈夫曼等）的混合物。若说加拿大的现象学

社会学之本土品种，那只有到最近十几年加拿大学者成长到能在现象

学社会学领域独立开展研究时才终于产生。现象学社会学想要在其他

国家和地区社会学界中获得承认乃至发展壮大，大抵也要经历类似的

历史过程或制度化阶段。

现象学社会学产生影响的另一种表征，体现在它对当代社会学理论

图景 的 冲 击 与 改 变 上。这 可 以 用 鲍 曼 的 “现 象 学 革 命”（狋犺犲

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来形容。按鲍曼的说法，“现象学革命”是引

发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对吉登斯所谓“正统共识”的广泛批判的最重要的动

力。这场革命由伯格和卢克曼合作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所引

发，并由对社会学研究的主题问题与恰当策略的根本重构所维系。舒茨

逝世后得到出版的著述起到了催生主要理论灵感和思想权威的作用，这

些著述还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及其在保罗·利科和伽达默尔著

作中的诠释学应用得以发挥影响铺平了道路。这一现象学革命造成的

结果，是使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兴趣从对外在结构性制约的说明转向对行

动者主观性体验的解释，从在客观真理与偏见意见之间进行仲裁转向致

力于揭示扎根在共享传统中的知识的条件（犅犪狌犿犪狀，１９９６：１４１９）。显然，

这里的现象学革命引起的转向主要针对的是２０世纪中前期主导社会理

论图景的结构功能主义，甚至针对的是广泛主导着社会科学的“客体导

向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些转向为动摇乃至“最终替代帕森斯式社会

学版本奠定了基础”（犅犪狌犿犪狀，１９９６：１４１９），同时也促进了新的社会学分

支或社会学研究的产生。在受现象学社会学影响而催生的新兴社会学

诸流派中，最值一提的或许当属日常生活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和知识社

会学。常人方法学、日常生活社会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的思想渊源不必多

言，知识社会学虽然往往被视为由曼海姆奠基的分支学科，但从根本上

说它并不乏现象学的渊源，甚至“知识社会学（就是）作为社会现象学的

研究领域出现的”（犅犪犮犽犺犪狌狊，２００２：５６３），只不过作为胡塞尔、海德格尔和

齐美尔学生的曼海姆对现象学的继承与扬弃已经被社会学史的叙事忽

略了。

由此看来，不论从传播角度来看，还是从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图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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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冲击来说，都表明现象学社会学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获得了发展。

有意思的是，除上述从正面呈现现象学社会学发展的例证外，阿姆斯特

朗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提出的“现象学恐惧症”（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狅狆犺狅犫犻犪），

则从相反方面反映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壮大。阿姆斯特朗把现象学恐惧

症说成是“一种对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的厌恶反应”，这种恐惧症

患者的特征是“赞同社会学的自然科学模式，或者采用在根本上源自这

种模式的术语和措辞”（犃狉犿狊狋狉狅狀犵，１９７９：６３，６８）。由于作为“对强加在社

会实在研究上的任何教条体系之挑战”的现象学，既直接反对“将自然科

学模式视为所有知识之绝对范式”的“科学主义”，又反对“将社会实在视

为可以还原为自然的（物理的）秩序”的“自然主义”（犃狉犿狊狋狉狅狀犵，１９７９：

７２）。因此，那些接受社会学的自然科学模式的社会学家势必患上现象

学恐惧症，亦当然会对现象学社会学作出厌恶性反应甚至采取压制性举

动。在现象学恐惧症的患者群中，不乏有像刘易斯·科塞、彼得·布劳、

科尔曼和诺曼·犓．邓津等那样有名的社会学家（犃狉犿狊狋狉狅狀犵，１９７９）。９这除

了表明现象学社会学已经获得长足进展之外，也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其

之后的暗淡前景。

９．除阐明现象学恐惧症的主要症状外，阿姆斯特朗（犃狉犿狊狋狉狅狀犵，１９７９）还提出了使现象学恐

惧症患者脱敏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阐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并非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替代

性社会学理论范式，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并不做出独占地通达社会世界之特定知识的

认识论主张。由此不难看出，他与舒茨都将现象学社会学定位为社会学的诸理论视角之一，

而不是对社会学未检视之前提预设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范式革命。在我们看来，就澄清主流社

会学对现象学社会学的误识以谋求它的发展来说，阿姆斯特朗对现象学恐惧症及其脱敏方法

的探究值得赞赏，但他对现象学社会学之理论位格的定位是否恰当，这种定位是否遮蔽了现

象学社会学的理论潜能却值得商榷。

五、结语：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的式微与余绪

虽然主流社会学家的现象学恐惧症到１９７９年才由阿姆斯特朗作

出明确的概括，但这种恐惧症或许从１９７３年就已经在美国社会学中开

始滋长，甚至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舒茨与帕森斯通信时就已经定下了

的基调。在论述现象学社会学的美国兴衰史时，格罗斯（犌狉狅狊狊，２００７：

２１６，２１７）曾指出过“舒茨的思想观念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初的

美国社会学中得到凸显”，但是，格罗斯已经预见到“１９７３年可能已经

是美国社会学对现象学之兴趣的巅峰了”。有趣的是，恩布里和米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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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伯（犈犿犫狉犲犲犪狀犱犅犪狉犫犲狉，２０１７）在论述现象学在社会研究新学院的

历史时，也将现象学得以在美国社会学的主要阵地确立起的“黄金时

代”圈定在了１９７３年。希普和罗斯也在同年指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学

界“越来越对所谓现象学社会学感兴趣了”（犎犲犪狆犪狀犱犚狅狋犺，１９７３：

３５４）。当然，尽管被希普和罗斯质疑的现象学社会学家们对胡塞尔的

松散解释促成了现象学社会学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发展，

但是，这场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学社会学运动是“短命的”（犌狉狅狊狊，２００７：

２１８）。１９７３年，在美国社会学对现象学的兴趣达到巅峰之后，现象学

社会学运动的势头就开始式微了。

与现象学社会学的发生和发展都得益于内外因素的促进一样，现

象学社会学运动的式微也是有特定原因的。尽管现象学社会学一度获

得美国社会学的承认而发展壮大，但其精神似乎从一开始就与美国社

会学的风格磗格不入。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尽管舒茨在与帕森斯

通信时语气极尽恭顺，不断强调帕森斯著作的重要性，但是，后者的回

应却毫不妥协且相当强硬（犌犻犱犱犲狀狊，１９８３：７８）。舒茨在表示赞赏的同

时建议帕森斯“更进一步彻底化他的理论以达到更一般的概念，以使将

之应用到实际上超出他的理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上得以可能，使对他的

理论的基本观念，尤其是‘主体主义’（狊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犻狊犿）概念的更一贯思考

得以可能”（犛犮犺狌狋狕，［１９４１］１９７８：１０５）。然而，帕森斯将舒茨的评述视

为对志愿行动理论的挑战，不仅指出“舒茨在讨论中首要关切的并不是

他的特定理论兴趣中最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在舒茨的《社会世界的意

义构造》中并没有发现对他的著作要处理的问题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４１］１９７８：１０８），甚至直言“他必须承认他对现象学分析持

怀疑态度”（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４１］１９７８：８８）。我们可以假设，或许当时的帕

森斯是为捍卫志愿行动理论，抑或是因为对现象学未有真正理解而对

舒茨的著作和现象学分析有误解，故表明上述态度的。

然而，即使到了１９７４年，帕森斯重读舒茨著作以及此前他们两人

之间的通信，其基本看法似乎同三十年前的那次对话并无二致。于是，

我们已经很难从学术偏见的角度来理解帕森斯，而只能认为根源在于

帕森斯思想与现象学精神的格格不入。在所谓“主体的视角”问题上，

帕森斯认为“现象学视角，尤其是由舒茨呈现的样式，是一种试图赋予

笛卡尔和后笛卡尔式二元论中的主体以特殊优势的尝试”，而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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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在赋予主体的直观知识以准形而上学地位上倾斜得太远，因此，

是对客体化之特殊作用和重要性的相应贬损”（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７４］１９７８：

１１８）。在人类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所谓“目标内化”的问题上，帕森斯认

为，这个问题与舒茨作出的“目的动机”和“原因动机”、行动筹划中的主

体经验和行动完成后对发生之事的反思等的区分相关，而针对思考内

化问题，帕森斯认为，舒茨的二分法的严格性，尤其是对时间的二分的

严格性，除了在最抽象的分析层面上有用之外，都是站不住脚的。总

之，在帕森斯看来，未能处理好内化问题，是在舒茨著作中的一种突出

倾向，也即设置了过于尖锐的二元选择倾向的典型例证，而其中最根本

的二分就是在任何考察对象的客体地位与主体地位之间设置的二元选

择。帕森斯认为，舒茨在行动者视角与科学观察者视角之间设置了不

切实际的对立而将之割裂了，然而，在帕森斯看来，这两者是密切联系

在一起的，“做”科学就是一种极端的行动类型（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７４］１９７８：

１２２－１２３）。由此人们不难看出，帕森斯在很大程度上从未真正领会现

象学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正是现象学旨在克服或超越的诸二元论

之一，而帕森斯首先就是从此视角来评价舒茨的现象学，从对这种二元

框架的水平拓展甚至向上建筑上来捍卫或辩护他的理论立场的。与

３０年前对舒茨及其观点的毫不妥协且相当强硬的态度一样，帕森斯在

１９７４年的回溯性审视和评价中的立场并未发生实质转变，而这种态度

或判断，对现象学社会学前景的影响显然不是微不足道的。

在１９７４年的评论中，帕森斯不仅提到了舒茨，而且还提到了加芬

克尔。帕森斯将其视为涉及“一个对他来说长期以来都是令人费解的

现象学学派的论点，这种论点（对日常生活之现象学洞察的强调和对日

常生活与科学观察者视角之区分的坚持）在舒茨著作中很显著并被加

芬克尔等追随者继承发扬”，但是，在帕森斯看来，“这是虚假的区分”

（犘犪狉狊狅狀狊，［１９７４］１９７８：１２３）。如果能有幸读到帕森斯的这些点评的

话，或许舒茨极有可能还是会形成类似三十年前那样的感受。１９４１年

４月２６日，在刚终止同帕森斯通信后不久的一封给古尔维奇的回信

中，针对古尔维奇对现象学前景的乐观态度，舒茨自问自答道：“您还是

一个相信现象学能将自身从这个世界的废墟中———作为经久不衰／四

季常青的哲学———拯救出来的乐天派吗？我是再也不相信了”

（犛犮犺狌狋狕，［１９４１］１９８９：３７）。显然，舒茨是看不到帕森斯那一回溯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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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但他当年基于与帕森斯通信所形成的对现象学前景的那种失望

甚至绝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的现象学社会学家

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因为那时现象学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处境已

经远不同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派已经真切地感受到

来自主流社会学的恶意。这从１９７５年刘易斯·科塞当选美国社会学

会会长时的就职讲演中就足可窥见一般，而刘易斯·科塞之所以拿常

人方法学作为批判靶子之一，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受到

了帕森斯１９７４年相关看法之影响。

在１９７５年刘易斯·科塞的就职讲演中，在涉及当时的社会学显现

出的“以忽视实质理论为代价的方法的过度膨胀”时，除了批判“许多社

会学家对精确测量之于实质议题的首位性的强调”会导致“培养出装备

有高超量化研究技术，但却对以理论创新的方式进行思考有着训练有

素的无能的年轻社会学家”（犆狅狊犲狉，１９７５：６９２；６９３）的恶果之外，他还批

判了常人方法学，并将常人方法学的做法视为表征一个学科之没落的

另一种症候，即“对实在的特殊维度和由某个派系独占的不能与更大的

群体沟通的特殊分析模式的排他性强调”（犆狅狊犲狉，１９７５：６９５）。在科塞

看来，常人方法学的做法和旨趣似乎是在积极且有计划地断绝与社会

学相关的理论内容，常人方法学声称能通达社会学群氓们无法通达的

知识类型，常人方法学家引述的几乎都是内群体成员或非社会学家的

说法，当引用社会学家时也只是为指出谬误。常人方法学的这些特征，

与其说是一个专业领域的特点，不如说是一个教派的特质。常人方法

学的旨趣和做法，使它充其量只是对认知范畴的非理论描画，并且还有

意识地回避关注从孔德以来的社会学一直关切的多数议题。这就导致

常人方法学一时无法被主流社会学所接受，甚至它实际上就从未主动

寻求社会学的接纳（犆狅狊犲狉，１９７５）。姑且不论科塞对常人方法学的描

述、评价或批评是否完全准确，仅就科塞作为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尤

其是在当选会长的就职讲演上做出这等评论甚至批判而言，足以可见

阿姆斯特朗所谓的社会学家们患上了现象学恐惧症的判断的确不假，

而科塞的这种否定评价会对常人方法学乃至现象学社会学的前景产生

无法低估的负面影响或也可想而知。

除了在帕森斯和科塞那里呈现的现象学社会学精神与美国主流社

会学风格的磗格不入之外，现象学社会学运动势头的式微还有其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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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恰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现象学社会学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获得承认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主流社会秩序和主流

社会学危机的结构性背景，当这种背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以来不

复存在时，现象学社会学运动也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土壤。与这种

变化相呼应的是，造成现象学社会学不再受到吁求的社会理论潮流的

转变。在解释现象学社会学在美国衰落的根源时，格罗斯（犌狉狅狊狊，

２００７：２２０）就指出，随着那些为反对实证主义的主张而寻求哲学正当性

的社会学家转向后现代主义，伯格和卢克曼的现象学社会学样式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便开始走向衰落，原初的舒茨式现象学社会学

方案也由此趋于暗淡。此外，刘易斯·科塞也批评了的所谓“回归和路

径分析技术”的盛行———“由于路径分析提供了迄今未获得的更精确测

量的技术而迅速在社会学中得到接受和传播”（犆狅狊犲狉，１９７５：６９８），也就

是所谓量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流行甚至成为主导做法，显然也是造成

现象学社会学运动式微的原因。大约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关于

认识论和社会本体论的社会理论争论已经减缓了吸引大多数社会学研

究的实践的力度。在社会学家们的感受中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这

样一种虽模糊但却有力的感觉———社会学危机和复兴时代已经过去，

对理论的期望和梦想属于不同时代，结果就是社会学实践以通常不含

“认识论证成”的经验研究为标志，大多数社会学家对沉思其研究得以

可能的哲学基础毫无兴趣 （犎犪狉狋犪狀犱 犕犮犽犻狀狀狅狀，２０１０；犚犲犲犱犪狀犱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２００９）。令人遗憾的是，舒茨现象学社会学恰恰就是要为社

会学寻求更坚实的哲学基础，甚至现象学社会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为

社会学寻求一种有别于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认识论乃至本体论基础。

因此，在这样一个理论争论已经陷入沉寂的所谓“重回经验的”（狋犺犲

犚犲狋狌狉狀狋狅狋犺犲犲犿狆犻狉犻犮犪犾）时代里（犚犲犲犱犪狀犱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２００９：２１），现象

学社会学运动走向式微也就绝非偶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现象学社会学运动逐渐式微，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现象学社会学已然销声匿迹了。实际上，现象学社会学仍在以特

定形式发展着并影响着社会学的理论进展。说到现象学社会学运动开

始式微的余绪，首先，它体现在对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方面。譬如，

由舒茨和加芬克尔发展的现象学社会学样式，使一直关注生活世界问

题的哈贝马斯深受启发，对哈贝马斯来说，正是生活世界使有意义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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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成为可能；现象学洞见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也发挥着构成性的

作用，与吉登斯在对实践的分析中调用了生活世界和手头库存知识一

样，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也充分借助了现象学对能动性、可理解性和实践

等的洞见，即便布迪厄对所谓未经社会学重构的社会生活现象学颇有

微词。

其次，体现在对新制度主义关于组织机构之社会学分析的影响方

面。与制度主义受帕森斯的价值规范思想影响而强调组织文化的评估

与规范不同，新制度主义更多地受到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影响，受到

伯格和卢克曼的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启发，新制度主义者将制度化理解

为共享的文化图式藉以变得根深蒂固进而影响行动者之行动的过程。

在理解组织生活之文化图式的结构化力量时，新制度主义受加芬克尔

的影响，不是将这种力量视为基于共享、内化并由此影响行动，而是将

它视为基于行动者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实践理性的作用以获得可理解性

的不断进行着的努力（犌狉狅狊狊，２００７：２２２－２２３）。

最后，也可以说在最通常意义上的现象学社会学运动式微后的余

绪，是体现在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自身绵延方面。自现象学社会学运动

式微以来，实际上还是有许多受胡塞尔现象学尤其是受舒茨现象学社

会学影响的理论活动一直延续着。舒茨的思想遗产，主要是通过社会

研究新学院培养的学生们得到解释、分析、应用和拓展。纳坦松（犕．

犖犪狋犪狀狊狅狀）拓展了舒茨的“匿名性”观念，并致力于将现象学方法拓展到

不同社会科学的学科之中。詹纳（犚．犣犪狀犲狉）虽然投身于独特的身体现

象学和医学社会学研究，但他所受舒茨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其将舒茨

式的方法纳入基于日常生活世界来探究常识之不平常性的现象学方

法。瓦格纳（犎．犠犪犵狀犲狉）既撰写了舒茨的学术生涯传记，也像舒茨一

样有志于由伯格森思想关联到现象学传统。恩布里（犔．犈犿犫狉犲犲）不仅

编辑了论述舒茨对北美人文科学影响的著作，而且探究了舒茨在身体、

主体间性和死亡等主题上对古尔维奇的影响。帕萨沙斯（犌．犘狊犪狋犺犪狊）

则将现象学社会学运用于对特定经验案例中的生活世界之明晰结构的

研究，推动了作为现象学社会学亚领域———“谈话分析”的发展，而且可

以说，恰恰就是这位“现象学社会学”名称的实际命名者，成了在建制上

推动和维系现象学社会学绵延发展的重要人物。在这种胡塞尔 舒茨

进路上的现象学社会学余绪中，最值得一提的或许当属泰米涅卡（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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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狔犿犻犲狀犻犲犮犽犪）的“生命现象学”（狋犺犲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狅犳犾犻犳犲）。该范式的

视野比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和梅洛 庞蒂关于身体意向性的思考都更

广阔，在不可逆的进程和只是相对稳定的突生系统原则上，这种范式将

人类生命过程视为属于相同的世界本体论领域，但人类是一种不能还

原到机械构件或以线性因果律解释的“自组织系统”，这就为将意义理

解为贯穿于从宇宙突生之初和生命初生之始而来的整个生命系统提供

了新的出发点（犅犪犮犽犺犪狌狊，２００２：５６４－５６５）。可见，现象学社会学运动

虽然处于式微之中，但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仍以特定方式绵延存续着。

１０．有必要说明的是，虽然与２０世纪初现象学哲学广泛渗入和影响社会科学诸学科一样，当

代欧洲的诸社会理论也广泛吸纳了现象学哲学的洞见和启发，但是，随着所谓后现代思潮的

兴起和当代社会理论家更多地转向这些思潮寻求理论灵感，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晚期以来北

美的现象学社会学运动逐渐式微一样，现象学运动在欧洲的势头也已然不可再与２０世纪上

半叶的景象同日而语。诚然，现象学运动和可以说是它的支脉的现象学社会学运动都没有销

声匿迹，都在当代社会理论中保持在场并发挥着作用，但在为社会学奠定更坚实基础甚至促

进社会学范式变革上，这样的在场和作用方式与旗帜鲜明的理论运动产生的影响显然是不可

比拟的。因此，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北美现象学对社会理论的影响或现象学社会学运动的势头

都遇到了式微显然是可以成立的判断，现象学之于促进社会理论进展的巨大潜能的充分发挥

也由此似乎变得渺茫了。

问题在于，现象学社会学尽管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图景中仍然保持

在场状态并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与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强劲势头

相比，尤其是就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将现象学引入社会学时抱持的为社会

学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甚至促进社会学范式变革的期待而言，不仅不能

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以现象学来为社会学奠定更坚实基础甚至促进

社会学范式变革的希望似乎也已经变得渺茫了。１０因此，若想要扭转现

象学社会学的式微态势，想使现象学在促进社会学的理论进展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显然有必要从现象学社会学的既有生命历程中来探究

出路。通过审视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命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现象学社

会学发生之初虽存在多种可能性进路，但胡塞尔 舒茨式现象学社会学

随后就从诸可能性中异军突起，不仅成为了现象学社会学之发展与余

绪阶段的主角，而且造成了现象学社会学长期以来只被当作舒茨作品

代名词的状况。可见，现象学社会学运动的式微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指

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的式微。因此，为扭转现象学社会学的式微，更准

确地说，为了实现现象学社会学的题中之义———舒茨将现象学引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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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时的用意，除了有必要回到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以寻找可能的出路

之外，更有必要回到更多样的现象学哲学传统，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

中去，寻找现象学社会学的其他可能进路。因为海德格尔现象学是当

代最有生产性的思想之一，其对福柯、布迪厄等当代最主要的社会学理

论也产生了切实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与胡塞尔 舒茨式现象学

社会学受到的关注相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社会学效应”却未受到应

有重视，其对现象学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学的重要意义，还未得到应有

探索。

总而言之，尽管本文的主要旨趣在于为探究现象学社会学之其他

可能性进路的实质研究奠基，但是，这一工作却可以说是实质地拓展现

象学社会学所必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因为，要探究现象社会学的其

他可能性进路，显然有必要先行厘清作为一种理论流派甚或智识运动

的现象学社会学的来龙去脉，先行阐明在现象学社会学中蕴含着各种

可能进路及其在现象学社会学既往生命历程中的遭遇，尤其是有必要

先行澄清有关现象学社会学的以往研究存在的种种偏颇，而本文的旨

趣恰恰算是致力于一种历史梳理和场地清理的奠基性工作。

通过梳理现象学社会学的既有生命历程，我们首先发现，和整个社

会学学科史的轨迹一样，现象学社会学在它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发生

之初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样式，不过随着以北美为中心的发展阶段的到

来，从各种可能样式中异军突起的胡塞尔 舒茨式进路俨然成了现象学

社会学的范例，甚至是唯一样式，并在其社会学史的传统叙事中已然沦

为舒茨作品代名词的现象学社会学，不只是对蕴含着多种可能进路的

现象学社会学的狭隘化理解，更严重的是还在一定意义上扼杀了现象

学社会学所蕴含之更大理论潜能的发挥。这一发现说明了实质地拓展

现象学社会学有着内在可能性。其次，也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拓展现

象学社会学的可能性方向。在我们看来，基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根本性

和生产性，从所谓存在论差异／区分着眼，从“此在”“操心”与历史性的

现象学关联出发，或许不失为去拓展现象学社会学的一种可能方向，甚

至或许是使现象学之于社会学理论的真正潜能得以实现的一种可能性

方向。当然，若要真正朝着这种方向实践，尚需考察可谓范例的胡塞尔

舒茨式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弊端，故而揭示海德格尔式现象学（社会

学）进路的优势。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去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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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犖犲犻犾犾．犑狅犺狀．１９８５．“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犪狀犱

犃狀狋犺狉狅狆狅犾狅犵狔（２２）：７４８－７７０．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７８［１９４１］．“犐犿狌狊狋犮狅狀犳犲狊狊狋狅犫犲犻狀犵狊犽犲狆狋犻犮犪犾狅犳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犐狀犜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狋犺犲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狅犳犃犾犳狉犲犱犛犮犺狌狋狕

犪狀犱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犅犾狅狅犿犻狀犵狋狅狀：犐狀犱犻犪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７９－９３．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４１］１９７８．“犖狅狋狋狅犫犲犮狅犿犲犻狀狏狅犾狏犲犱犻狀犪犿犻狊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犐狀犜犺犲

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狅犳犃犾犳狉犲犱犛犮犺狌狋狕犪狀犱 犜犪犾犮狅狋狋

犘犪狉狊狅狀狊．犅犾狅狅犿犻狀犵狋狅狀：犐狀犱犻犪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１０７－１０９．

犘犪狉狊狅狀狊，犜犪犾犮狅狋狋．［１９７４］１９７８．“犃１９７４犚犲狋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犐狀犜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狅犳

犛狅犮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狅犳犃犾犳狉犲犱 犛犮犺狌狋狕犪狀犱 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

犅犾狅狅犿犻狀犵狋狅狀：犐狀犱犻犪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１１５－１２４．

犘狊犪狋犺犪狊，犌犲狅狉犵犲（犲犱．）．１９７３．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犐狊狊狌犲狊犪狀犱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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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犲狑犢狅狉犽：犠犻犾犲狔．

犘狊犪狋犺犪狊，犌犲狅狉犵犲．２００４．“犃犾犳狉犲犱犛犮犺狌狋狕’狊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狊狋狊犪狀犱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犎狌犿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２７）：１－３５．

犘狊犪狋犺犪狊，犌犲狅狉犵犲．２０１７．“犎犲犾犿狌狋犠犪犵狀犲狉＇狊犆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狊狋狅狋犺犲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犐狀

犈犿犫狉犲犲犔犲狊狋犲狉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犅犪狉犱犲狉（犲犱犻狋犲犱）．犜犺犲犌狅犾犱犲狀犃犵犲狅犳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犪狋

狋犺犲犖犲狑犛犮犺狅狅犾犳狅狉犛狅犮犻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９５４－１９７３．犗犺犻狅：犗犺犻狅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２２１－２２９．

犚犲犲犱，犐狊犪犪犮犪狀犱犑犲犳犳狉犲狔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２００９．“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狊犚犲犪犱犻狀犵犪狀犱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犃

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犈狆犻狊狋犲犿狅犾狅犵狔．”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犪犾

犜犺犲狅狉狔１２（１）：２１－４１．

犛犮犺狌狋狕，犃犾犳狉犲犱．１９６７．犜犺犲 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 狅犳狋犺犲 犛狅犮犻犪犾 犠狅狉犾犱．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犮犺狌狋狕，犃犾犳狉犲犱．［１９２４１９２８］１９８２．犔犻犳犲犉狅狉犿狊犪狀犱犕犲犪狀犻狀犵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

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犱，犪狀犱犪狀狀狅狋犪狋犲犱犫狔犎犲犾犿狌狋犚．犠犪犵狀犲狉．犖犲狑犢狅狉犽：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

犛犮犺狌狋狕，犃犾犳狉犲犱．［１９４１］１９７８．“犢狅狌犺犪狏犲狋狅犌狅犪犉犲狑犛狋犲狆狊犉狌狉狋犺犲狉犻狀犚犪犱犻犮犪犾犻狕犻狀犵狔狅狌狉

犜犺犲狅狉狔．”犐狀犜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狋犺犲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狅犳犃犾犳狉犲犱犛犮犺狌狋狕

犪狀犱犜犪犾犮狅狋狋犘犪狉狊狅狀狊．犅犾狅狅犿犻狀犵狋狅狀：犐狀犱犻犪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９５－１０６．

犛犮犺狌狋狕，犃犾犳狉犲犱．［１９４１］１９８９．“犜狅犛犪狏犲犘犺犲狀犪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犚狌犻狀狊狅犳狋犺犻狊犠狅狉犾犱：犐犼狌狊狋

犱狅狀＇狋犅犲犾犻犲狏犲犻狋．”犐狀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犲狉狊犻狀犈狓犻犾犲：犜犺犲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狅犳犃犾犳狉犲犱犛犮犺狌狋狕犪狀犱

犃狉狅狀犌狌狉狑犻狋狊犮犺，１９３９－１９５９．犅犾狅狅犿犻狀犵狋狅狀：犐狀犱犻犪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３７－３８．

犛犮犺狌狋狕，犃犾犳狉犲犱．２０１１．“犎狌狊狊犲狉犾犪狀犱犎犻狊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狀犕犲．”犐狀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狋犺犲

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犆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犘犪狆犲狉狊犞）．犔狅狀犱狅狀：犛狆狉犻狀犵犲狉：１－４．

犛犲犿犫犲狉犪，犚犻犮犺犪狉犱．２００８．犚犲狆犺狉犪狊犻狀犵犎犲犻犱犲犵犵犲狉：犃犆狅犿狆犪狀犻狅狀狋狅“犅犲犻狀犵犪狀犱犜犻犿犲”．

犗狋狋犪狑犪：犜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犗狋狋犪狑犪犘狉犲狊狊．

犛犿犪狉狋，犅犪狉狉狔．２０１４．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犕犪狉狓犻犪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犃犆狉犻狋犻犮犪犾

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狅犳犪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犛狅犮犻犲狋狔．犖犲狑 犢狅狉犽：

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犓犲犵犪狀犘犪狌犾．

犛狆犲狀犮犲狉，犚狅犫犲狉狋．１９６８．“犅狅狅犽狉犲狏犻犲狑狅犳犃犾犳狉犲犱犞犻犲狉犽犪狀犱狋：犃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犆狉犻狋犻狇狌犲．

犘犪狌犾犎狅犮犺狊狋犻犿．”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犃狀狋犺狉狅狆狅犾犻犵犻狊狋７０（１）：１７８．

犛狆犻犲犵犲犾犫犲狉犵， 犎犲狉犫犲狉狋．１９９４． 犜犺犲 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犕狅狏犲犿犲狀狋： 犃 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

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犇狅狉犱狉犲犮犺狋：犓犾狌狑犲狉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狉狊．

犛狉狌犫犪狉，犐犾犼犪．１９８４．“犗狀狋犺犲犗狉犻犵犻狀狅犳‘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犎狌犿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
（７）：１６３－１８９．

犜犻狉狔犪犽犻犪狀，犈犱狑犪狉犱．１９６５．“犈狓犻狊狋犲狀狋犻犪犾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狋犺犲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３０（５）：６７４－６８８．

犜犻狉狔犪犾犻犪狀， 犈犱狑犪狉犱． １９７３．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 犪狀犱 犈狓犻狊狋犲狀狋犻犪犾 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 犐狀

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狋犺犲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犞狅犾．１）．犈狏犪狀狊狋狅狀：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１８７－２２２．

犜犻狉狔犪犾犻犪狀，犈犱狑犪狉犱．１９７８．“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犪狀犱 犎狌狊狊犲狉犾：犃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犛狆犻狉犻狋狅犳

犘狅狊犻狋犻狏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犛狆犻狉犻狋狅犳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犐狀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狋犺犲犛狅犮犻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犃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犔狅狀犱狅狀：犕犪狉狋犻狀狌狊犖犻犼犺狅犳犳：２０－４３．

犞犪狀犱犲狀犫犲狉犵犺犲，犉狉é犱é狉犻犮．２００８，“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狋犺犲犎犲犪狉狋：犕犪狓犛犮犺犲犾犲狉’狊犈狆犻狊狋犲犿狅犾狅犵狔狅犳

犔狅狏犲．”犜犺犲狅狉狔，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２５（３）：１７－５１．

犞犻犲狉犽犪狀犱狋，犃犾犳狉犲犱．１９２３．犌犲狊犲犾犾狊犮犺犪犳狋狊犾犲犺狉犲 犎犪狌狆狋狆狉狅犫犾犲犿犲 犱犲狉 狆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犻狊犮犺犲狀

犛狅狕犻狅犾狅犵犻狅．犛狋狌狋狋犵犪狉狋：犉犲狉犱犻狀犪狀犱犈狀犽犲．

犠犪犵狀犲狉，犎犲犾犿狌狋．１９７６．“犜犺犲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 犌犲狉犿犪狀 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狔 狅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犜犺犲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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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犪犵狀犲狉，犎犲犾犿狌狋．１９７７．“犜犺犲犅犲狉犵狊狅狀犻犪狀犘犲狉犻狅犱狅犳犃犾犳狉犲犱犛犮犺狌狋狕．”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犪狀犱

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３８（２）：１８７－１９９．

犠犲犫犲狉，犕犪狓．２００４．犜犺犲犞狅犮犪狋犻狅狀犔犲犮狋狌狉犲狊．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犎犪犮犽犲狋狋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犆狅犿狆犪狀狔．

犠犺犻狋犲犺犲犪犱，犃犾犳狉犲犱．１９４８．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狋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犠狅狉犾犱．犖犲狑犢狅狉犽：犘犲犾犻犮犪狀犕犲狀狋狅狉犅狅狅犽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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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命历程


